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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构中的通俗文学

孙 丹

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精神

文明的总和，主要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世俗

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也

是主流文化的主体，它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和价值观，主导着民众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
制度文化是不同的社会中文化建设的制度安排。
世俗文化则是文化系统中最为庞杂、也最为活跃

的部分，它体现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状况，反映

着动态的文化景观，折射着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生态的晴雨

表。
通俗文学是世俗文化的一部分，是指具有亚

文化性、主要表达非主流的大众心理和社会意识、
由个体文人以商品生产为主要动机创作、以现代

书刊为传播媒介、艺术表现具有幻想性和类型化

特征、以消遣娱乐为主要功能、包含浓厚的传统文

化心理和时尚文化元素的一种文学样式。作为文

化的载体之一，通俗文学因其亚文化性，在传统社

会中，常常被视为反文化而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

和挤压。在新中国文化发展史中，通俗文学的兴

衰，鲜明地体现了不同时期主流文化理念的微妙

变化。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复兴，与流行音乐、娱乐

性的影视剧［1］等一道，为当代中国文化多样化发

展提供了最初的实践路径和理论思考，也启蒙和

催生了中国新兴的文化产业。

一、通俗文学在文化发展中的
历史地位和当代命运

在文化发展史上，文学艺术之被区分为雅俗，

并有高低贵贱之别，实则是主流文化视阈中的分

野，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表现。比如，古希腊美

学家认为，在戏剧中，悲剧是美的、是正的，因为

“悲剧所写的是王侯，是严肃的行动……而喜剧

所写的则是私人的事，是笑谑”。［2］在当今通俗小

说大国英国和美国，20 世纪以前，通俗小说也被

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图书馆拒不收藏通俗小说

家的手稿和作品，批评家和学者对通俗小说从不

研究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阅读这类小说

“浪费时间，腐蚀才智”，是“一种罪孽，愚蠢而且

有害，等于吸烟和文字游戏之类的东西”。1950
年代前后，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兴起了对通俗文

化的研究，一些大学开设了通俗文化的课程，开始

研究通俗小说。1990 年代版的《美国文学史》和

《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中始现对通俗小说的研

究。［3］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雅俗之别也是由来已久。
在主流文化意识中，雅与俗代表着对立的价值判

断，存有高下之分，谓高雅、低俗，雅正而俗邪。连

文学体裁也有高下之别，诗词歌赋是雅言，其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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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都是等而下之的。“雅”可以经国济世，“诗言

志”，“文以载道”。而“俗”是底层社会的文化，通

俗作品的创作者也多是欲登“庙堂”而不入的下

层失意落魄文人。在统治者眼中，平民百姓所喜

好的俗曲时调、通俗小说只为娱人耳目，不仅于世

道无补，还会乱心坏性。故此，唐宋以后，通俗小

说时时受到歧视和打击。明清时代，市民阶层出

现并壮大，世俗文化获得空前的发展，统治者对通

俗小说的禁毁也日趋严厉，许多描写世俗爱情的

通俗小说被作为“淫词小说”查禁，如明代的《剪

灯新话》《剪 灯 余 话》，清 代 的《红 楼 梦》《西 厢

记》，以及《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等经常出现在

禁书书目中。［4］然而，追求娱乐消遣功能和经济

利益的通俗文学，虽屡遭禁毁，仍与时俱增，不仅

娱乐时代众生，也成为后人了解不同时代社会生

活丰富的文化矿藏。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传统发生了巨变，小说

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新文化、新文学的主体。“欲

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欲新一国之民，不可

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但 此“小 说”非 彼“小

说”。“五四新文学，实际上是文学总体上的一次

通俗运动……文学语言解放了……提倡的是现实

主义，内容是启蒙主义。所有封建迷信、神秘怪

诞、才子佳人、武侠剑客，都在排斥之列。”［6］可

见，新文化中的小说，并非传统意义上“引车卖浆

者流”的通俗小说，而是吸收了“外来的新兴的潮

流”，［7］能够取代传统诗骚地位、并仍须承载巨大

历史使命的新小说。虽然在世俗文化较为发达的

都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通俗文学盛极一

时，大量通俗文学报刊和出版社行世，［8］但是新

文学一直进行着与通俗文学的论辩和斗争。鲁

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都批判过鸳鸯蝴蝶派作品

“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9］和“提

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10］的封建保守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迅速确立了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新文化在建设过

程中，对具有浓厚封建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旧小

说( 通俗小说) 、旧戏曲、旧出版业等传统文化资

源进行了清理、改造和整合。鸳鸯蝴蝶派小说、武
侠小说以及传统戏曲等具有较强消遣娱乐功能的

“文化遗产”，由于其间混杂着大量有悖新文化的

因素，而受到了持续的批判和清理。此外，在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计划经济体

制，文化艺术生产和活动也逐步纳入了计划的轨

道，有关部门对各种公、私营媒体的纸张供应、出
版发行数量都作出了严格规定，以及私营出版业

的萎缩，客观上抑制了具有商品经济特征的通俗

文学报刊的生存。与此同时，在完成全民阶级成

分的划分后，中国社会基本没有了文化意义上的

层级之分，包括通俗小说作家在内的自由职业者，

与城市和农村的各种社会成员一道被陆续组织到

各种行政和非行政的单位、街道、村社中，各种宣

传、文化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在此基础上，各种有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和群众

运动取代了各种民间自主的文化娱乐活动，通俗

文学的读者也逐渐星散，活跃于民间的通俗文学

报刊陆续停办，通俗文学的创作者因为载体的不

复存在，也纷纷改弦更张。通俗文学基本上被当

作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遭到摒弃，逐渐淡出了人

们的文化生活。具有鲜明主文化特征的、吸收了

传统通俗文学表现手法的革命文艺［11］成为文化

生活的主要内容。计划文化体制下的革命文艺不

再具有商品的属性，其文化功能中的娱乐功能越

来越被淡化，教化的功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新时期伊始，理论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

行了反思，一些通俗文学作品重新出现在人们的

视野中，建国后 17 年间创作的一些优秀文艺作品

成为“重放的鲜花”，呈现在新一代读者面前。而

这些作品，如《红岩》《平原游击队》《青春之歌》
《野火春风斗古城》《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
《林海雪原》等小说，无不继承了中国传统通俗文

学的表现手法，具有极强的传奇性和娱乐性，不仅

在当时风靡全国，成为红色经典，即使在今天，也

仍然能吸引新一代读者。但是，对 1980 年代潮涌

的通俗文学，理论界的第一反应不是粗暴批评，就

是持漠视态度。这使得通俗文学以一种另类的、
不合法的身份回归到新时期的文化生活之中。

二、通俗文学对
当代中国文化版图的影响

尽管通俗文学在建国以后逐渐淡出了社会文

化生活，但作为承载着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

基因，它对新中国文化版图的影响一直或隐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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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 革命文学对通俗文学美学特征和文化

功能进行了选择性继承。
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

作品内容的传奇性、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艺术形式

的模式化以及时尚性和消遣娱乐性。这种审美特

性突出体现了普通民众安贫乐道、追求生活安定

圆满的文化心理，以及通俗文学和世俗文化的消

遣和娱乐的功能。而新中国文化的重要目标是塑

造社会主义新人，强调建设性。在确立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
文艺的教化功能。在继承传统通俗文学审美特性

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将其作为实现新文化教化功

能的一种手段。
新中国的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新中国的文

化事业不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新文化主要是延

安时期文化模式在全国范围的实践，其指导思想

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

培养的文化干部在建国后成为文化战线的主要力

量。新中国培养的一些作家，包括延安时期的作

家，特别是工农作家，既不同于饱读诗书的传统文

人，也与接受现代西式教育的新文人的文化教养

背景大不相同。这些作家虽然接受的是马克思主

义的教育，但他们来自底层，谙熟传统通俗文化，

他们的精神文化素养主要来自传统通俗文学和民

间文学。
新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决定了它所描写的主体

和所服务的对象，都是识字不多或者是刚刚扫盲

甚至是文盲的广大基层民众，这与传统的通俗文

学受众是高度契合的。对大众读者特别是低文化

层次读者审美趣味的重视、对传统文化心理的表

现，以及创作手法上注重民族形式，是革命文学和

通俗文学的契合点。新作家的出身、背景也使他

们对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审美心理有着十分透

彻的理解。因此，革命文学作家继承传统通俗文

学通俗晓畅、浅显易懂、口语化的语言，选取富有

民族特色、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造

出一种既适应工农大众需要的富有民族色彩的表

现形式，又赋予作品充满革命理想、激越奋发、昂
扬向上的新的审美情趣，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意

识与中国平民文化的完美结合。建国后十余年

间，产生了一批反映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和翻身，

歌颂觉悟了的人民在抗日战争、民主革命中的主

体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优秀文学作品。最受欢迎的

正是与传统完美结合的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 1、革命英雄传奇，其中既有以新小说

体写的传奇故事，也有的是直接就用章回体、评书

体创作的，主人公历尽艰险，而终得圆满的结局，

如《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等。2、因地域特

征而形成的创作群体，如山药蛋派小说、白洋淀派

小说等，其特点也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为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形式而广受欢迎。3、“反特”和惊险

小说。这类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小说的传奇特

征，而且借鉴了西洋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描写和惊

险情节，在革命文学中最具惊险刺激效果、最具阅

读快感、最具娱乐性，因而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品。
( 二) 新 时 期 通 俗 文 学 的 复 苏，瓦 解 了“雅

高”、“俗低”的传统观念，雅俗文化从对峙走向共

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新时期以来，在传统观念和新中国文化发展

现实的双重作用下，主流文学和通俗文学在文化

观念和美学观念上的对立冲突突然变得尖锐起

来。而沉寂多时的通俗文学一旦找到出口，也立

刻显现出亚文化泥沙俱下的特点。这使通俗文学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了普遍质疑，也为文学、
文化观念的变革增添了不少障碍。

对通俗文学的质疑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文学

是否具有娱乐功能、通俗文学是否具有审美价值;

二是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是否可以成为商品牟

利。可以说，“娱乐文化”和“商品文化”既在理论

层面、也在实践层面成为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比

较负面的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文化

经济。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中期，港台流行

文化吸引了无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目光。而此

时，各级文化事业单位主办的各种文艺期刊由于

经费不足，开始纷纷进行以刊登通俗文学为主要

内容的市场化尝试。由于文化事业机构的主要服

务对象本来就是广大基层民众，这种尝试获得了

读者的极大认同，迅速取得了经济效益。
就在“雅”与“俗”、“高”与“低”的理论之争

尚无结论的时候，全国各地方文化事业单位如文

联、文化系统，纷纷创办通俗性的、综艺性的报纸、
期刊，不少党报、党刊也开办通俗性的副刊，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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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性、纪实性小说连载的栏目。大多数省份都

有几种或在全国或在省内有影响的、发行量几万

到几十万份的通俗文艺杂志。至于地方性的以通

俗小说为主要内容的小刊物就更多了。以群众文

化系统为例，全国各省市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都创

办了以刊登娱乐性通俗文艺作品为主、以赢利为

目的的文艺刊物，或者将原有的刊物改版为通俗

文艺期刊。1980 年代中期，是通俗文艺媒体的大

发展时期。1985 年，仅湖北省就有四家期发 20—
30 万字、期发行量超过几十万份的大型通俗文学

期刊。［12］当时，仅广西一省，通俗文艺报刊就达

53 种，“每种小报发行量约在 100—200 万份之

间”。［13］更为意味深长的是，高雅文学在越来越

失去轰动效应和广大读者、一部分作家沉醉于文

体实验时，追求平民化、向故事性回归的新写实小

说却已悄然结出硕果了。同时，一方面通俗文学

的火暴成为一个参照，迫使高雅文学开始关心读

者的趣味和市场的反映; 另一方面，一些专业作家

干脆直接加入了通俗文学创作大军，在实践上结

束了雅、俗的截然对立，也为文化多样化发展奠定

了基础。而通俗文学期刊脱离文化事业进行产业

化经营的实践，则将文化经济观念潜移默化地植

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撬动文化观念转变杠杆。
1990 年代，雅俗之间的深壑趋于平缓，20 世

纪末出版的高等学校文学史教材中，设置了单独

的章节讲述通俗文学。［14］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

目、由苏州大学教授编撰的近 140 万字的巨著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于 2000 年面世。［15］

雅俗文学由对峙走向了共生，共同面对市场的挑

战。
( 三) 通俗文学热潮之后，大众文化风生水

起。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确立了娱乐性、商业性

的流行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合法地位。
活跃于 20 世纪中国的通俗文学是前工业时

代和工业时代初期，以阅读为主要文化活动方式

的产物。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通俗文化已

经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文化娱乐方式

也超越了阅读领域，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文化

艺术生产领域，电子出版系统的发明使印刷业告

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数字技术在音乐、影视等

艺术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文化政策

与时俱进，在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方面已经积聚

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条件。1990 年代以后，文化理

论界开始对中国文化发展模式进行理性思考，总

结经验教训，文化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具有鲜明

工业化生产特征的元素———大众文化及其文化产

业呼之欲出。
文化产业被称为无烟工业，具有无污染、低能

耗、高附加值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结构

调整的历史过程中，对文化产业均采取扶持的政

策。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电影、音乐、
畅销书就已传遍世界。［16］到七八十年代以后，世

界发达国家更是把文化产业提高到比传统产业更

重要的地位，通过文化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其产值

已超过传统产业。一些强势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

和庞大的文化产业，向全世界倾销其文化产品，不

但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强化民族文化意

识，输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

的。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日益突出，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引起了决策者极大

的关注，上升到文化安全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高度。
2001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

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

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

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和建设问题首次被列入了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此后，党和

政府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各种政策陆续出台，文

化产业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三、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

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内容是由所处社会基本的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

后，在恢复重建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

中国文化的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

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的新文化。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这一建设过程经历

了艰难曲折，也是尚未完结的工程。总结新中国

文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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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化分层理论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

文化定位。
从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历史中不难看出，对文

化性质的认定和文化功能的理解，是决定文化生

态的关键因素。把通俗文学、大众文化放在文化

学和社会学的透视图上，就可以获得更准确、适当

的理解。
在社会学意义上，文化有主文化、亚文化和反

文化三种形态。主文化表现为一个社会占据统治

地位的道德伦理、政治规范、审美情趣、宗教信仰

的总和。反文化则是指与主文化对立的异质文

化。反文化破坏、腐蚀和消解主流文化的社会价

值准则，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和文化价值观

念的冲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对这一

类文化产品都是坚决禁止、打击和取缔的。
而广义的亚文化概念，是指生长和流传于民

间大众的文化形态，既有地理区域性特征，如古巴

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今京派文化、海派文

化、特区文化等; 也表现为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

特征，如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文化、校园

文化、宗教文化等。一般来说，亚文化作为主文化

的补充而存在，与主文化相伴相生，与反文化若即

若离，既含有与主文化相对应吻合的部分，也有与

主文化相游离、容易转化为反文化的因素。正因

为亚文化具有良莠难分、精华与糟粕共生并存的

特点，便常常被视为反文化。
通俗文学作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明显

的亚文化性。虽然世俗文化受制于主文化，在积

淀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中烙印着正统意识，但

也常常表现出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趣

味和社会意识，与主文化保持着一种对抗性的张

力，貌 似 反 文 化，如 通 俗 文 学 最 为 发 达 的 样

式————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中这一特点就十分

鲜明。而在政权更替、社会变革时期，如建国初

期，这一特征的传统性和落后性尤显突出，因此，

往往遭到主文化的忽视甚至唾弃。而通俗文学在

当代中国的沉浮兴衰，正是在政治诉求中建立纯

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理念之下，经济体制

变化、文化观念、文化定位的曲折经历的反映。而

执政者在历史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对文化复杂性

和文化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促进了文化观念的

转变。

( 二)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与文化产业。
文化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特

殊的生产力。文化生产力不仅具有经济学的一切

属性，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在文化建

设和经济建设中，都必须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初期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

担忧，以及目前阶段视文化产业为纯粹经济体的

想法都是失之偏颇的。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仍然是解决文化经济发展的理

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的理

论伴随着唯物史观从创立到成熟的过程。在唯物

史观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指出了文学艺术活动与

物质生产的内在联系，即文学活动本身就是人类

物质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劳

动创造了美”，人以其生产实践的合目的性、合规

律性以及自由性区别于动物。因此，马克思在考

察文学活动时，是把人的本质、人的物质实践活动

及其产品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从而产生了

关于艺术生产的重要思想: “宗教、国家、法、道

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

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7］

这就是说，艺术生产既具有物质生产的一般

规定性，是对象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的统一，同时，因为艺术生产是“生产的一些特殊

的形态”，又体现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社会分工

在精神生产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明确地把一般

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提出了

“精神生产”概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

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

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

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

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
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

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8］

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学—文化生产活

动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实践活动，是特殊的经济活

动，文化产品是特殊的商品，附加了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价值。文化产业既是经济活动，也是包含政

治和伦理因素的社会活动，文化艺术生产理应受

到一般生产规律和艺术生产特殊规律的双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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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如果我们只看到一般生产规律，无视艺术生

产规律，必然会缺失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将精神

产品沦为文化垃圾。反之，如果无视一般生产规

律，把艺术生产都变成少数人把玩的精神奢侈品，

则背离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方

向，也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在未来的文化建

设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把理论正确地运用于

实际当中，才能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是

保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在世界民族文化大家

庭中如此，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也是如此。从

文化功能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文化需

求，即使相同的人群或个体，不同的时间、地点、心
态也会有不同的文化需求。与自然界因保持丰富

多样性而达到生态的平衡一样，保持文化的丰富

多样性，才能获得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发展。□

［1］通俗文学主要是指通俗小说。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

在文本阅读盛行的时代，通俗文学曾经与流行音乐、娱乐

影视片三分天下。

［2］瓜里尼《悲喜剧混杂体诗的纲领》( 1601 年) ，《世界文学》

1961 年第 8 期。

［3］参见黄禄善、刘培骧主编《英美通俗小说概述》，上海大学

出版社 1997 年版。

［4］清代查禁的小说中，有些确为淫秽小说，如《如意君传》

《绣榻野史》《痴婆子传》《株林野史》等。

［5］梁启超《新民说》，载《新民丛报》第 1 号，1902 年。

［6］孙犁《谈通俗文学———芸斋琐谈》，《人民日报》1985 年 1

月 4 日。

［7］鲁迅《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308 页，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8］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 年建国前，在南方以上海为中

心，北方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先后创办 174 种通俗报刊。

《小说月报》在茅盾接办前也是通俗小说杂志。参见范伯

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下) 》第七编通俗期刊

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9］“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语出自沈雁冰( 茅

盾) 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7 号，1922 年。

［10］“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语出自民国通俗小说作家包

天笑，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 391 页，香港大华出版

社 1971 年版。

［11］革命文学( 小说) 是革命文艺的体裁之一，电影、戏剧、音

乐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另，本文中红色文学、革命文

学、高雅文学均指代表主流意识的文学作品。

［12］即《今古传奇》《中国故事》《中华传奇》《千古风流》。

《千古风流》于 1990 年代中期停刊。湖北省文联主办的

《今古传奇》在 1985 年时曾有单期发行 270 多万册的记

录。上海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小型期刊《故事会》期发行量

曾达到 700 多万册。而纯文学期刊发行数量则急剧萎缩，

一些久负盛名的文学期刊发行量由几万份、几十万份萎缩

到几千份。

［14］《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文学报》1985 年第 2 期。

［1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6］此前，1990 年代以后，有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

( 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 ，上海通俗文学研究所编、陈必祥

主编的《通俗文学概论》(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王

春桂、刘炳泽著的《中国通俗小说概论》(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先霈、於可训主编的《80 年代中国通俗文

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等著作出版; 1992 年 7

月到 1998 年 12 月，曾有《通俗文学评论》双月刊在湖北武

汉出版。

［17］据上海影剧业工会发行分会西片联合委员会不完全的统

计，1945—1949 年间，美国八大影片公司从上海输入中国

的影片达 1896 部; 据京津电影院业和过去一部分西片工

作者统计，1947 年美国在北京、天津、沈阳等七个城市中头

轮影院票房就达 260 多万美元。见《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8 日。

［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30、30—31 页。

( 作者单位: 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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